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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传统地说来
, “

族群散布
” 出现在较大规模的人 口之中

,

但它也可能 以另一模式出

现
,

即从原先的族群区域迁移到新的
、

次要的族群区域
。

在社会学和人类学关于族群区域的

研究时
,

基于许多原因
,

我们宁可把原先的族群区域作为研究对象
,

而把
“ 表面较难以辨别

的
”
次要族群区域看为在同化道路上的一个步骤

,

而忽略了对它的研究
。

故此在进行全面性

都市族群划分时
,

我们必须警觉到这种次要族群区域的存在及其潜在和独特的动态
。

族群散布的两种型式
,

即族群的流散和它们在新区域的再度集中
,

各 自涉及到两个关键

性和概念上的区别
:

一方面是
“ 原先

” 和 “
次要

”
关系的不同

,

而另一方面是
“ 族群团体

”

和 “
族群聚居区

” 的分别
。 “ 原先

”
关系是指亲属关系和友谊的结合

。

特点是重复的
,

长远

的租多样的相互影响
。 “

次要
”
关系则倾向

“
狭窄的

,

潜在和短暂性
”
的 关 系 ( s ou t h all

1 9’7 3 :

84 )
,

比较显著的例子是比如在住宅大楼电梯内的相遇
,

在公共市场内购 买食 物
,

或

在庙宇内与他人一起参拜
。

至于 “
族群团体

” 和 “
族群聚居区

”
的分别

,

让我们先把第一个术语作分析
。

在
“
族群

社会
”
内

,

成员维持了
“
原先

”
关系

,

但由于在空间上和社交上的分散
,

不能经常互相产生

“
次要

”
的关系

。

故此每当一个族群真正散布在一个社会的每个角落而没有一些显著的重新

结集时
,

上述情况便会发生
。

相反来说
,

在一个
“
族群聚居区

” ,

同族群的人 口 密 集 到使
“原先

” 和 “
次要

”
关系都能在同族群成员中保持

。

因此
,

一个
“ 原先的族群聚居区

”
是一种社会和经济网结合在一起的都 市 交 点

。

这 一

交点为社会关系中的各个族群间提供了最初的聚居点
:
其族群成员的不断涌来有助于划分成

一个主要的族群区域
,

即使这个地区本身可能原来并不是该族群大部分成员最初要落脚的地

方
。

必须注意的是
,

这种观点认为
,

移居到一个很不 同的
,

有其族群同一性的都市环境中去

并不需要具有从异国他乡来的种族背景
,

而即使是本国人
,

只需要在社会和文化上有足够的

特色就行了
。

“
次要的族群聚居 区

” 照样需要原先与次要关系的族群聚居
,

但在其居住历史上与
“ 主

① e t h n ie g r o u p常译成
“

族群
, ,

其含义有如下几种解释
:

i
。 “

族群是一种社会群体
,

它是在较大的文化和社会体系中根据一组特质所构成的文化丛 ( C u l t ur
a l C o

m lP e
x)

或民族特质 ( et h n 记 打!a t s )
。

其中最显著的就是这一群体的宗教的语言特征
,

及其成员特殊的民族或地理起源
。

2
,

此术语常被应用于这样的群体
,

这个群体的形成模式
、

社会传统和生活方式等特点方面与其他群体判然有别
,

或

者是在文化的整体方面有别
,

如美国之内的希腊人
、

波兰人
、

意大利人
、

瑞典人等等
。

研究这些群体的主要目的

是
:
要发现这些不同来源的人所构成的群体范围

,

它们以其共同的民族
、

或旧省界文化的特点
,

正形成为一个群

体整合的焦点
,

并且与其海外的同族人取得持久的联系
。

在运用
“

群体
”

这一词时
,

一般是指一个大的文化和民族中的较次要的
、

人数较少的群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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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族群聚居区 ” 是不同的
。

次要性区域中所居住的人是那些原先族群聚居区和其他族群中原

先的居 民
,

而不是大批数量的新移民
。

无论因为什么原因
,

移居链被打破了
。

次要性区域在

没有不断地增强文化和族群关系的条件下得到了发展
,

而原先性区域却受到文化和族群关系

的不断增强的制约
。

一

次要和原先族群聚居区均由移居者所居住
,

但他们移居的来源有所不同
。

原先区域依靠

的是非本地性的移居浪潮
,

而次要性区域的形成大都是这些种族在都市内部的移居
。

我们必

须多理解社会和城市范围的倾向来看原先性和次要性族群聚居 区的发展和衰落
。

香港的移居模式

为了理解香港都市中的族群问题
,

需要了解一下来到香港的不同的中国人群体
, :

以及他

们后来在香港殖民地的重新分布情况
。

作为英国皇冠殖民地的香港
,

从 1 8 4 2年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太平洋战争前夕
,

人 口并不多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中国各地来了大量难民
,

给族群多样

性增添了新的内容
。

来港的大量城市人是广东人
,

乡村来的人中多为客家人
。

30 年代世界经

济大萧条时
,

潮州人开始大批涌入香港
,

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 1 9 4 5年日本的占领结束为止
。

1 9 4 6年到 1 9 5 0年的再度内战使广东人和所谓的上海人 (即来 自上海和江浙各县以及中国其它

地方的北方人 ) 潮水般地涌入香港
。

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60 年代初的困难时期和 70 年代中的

开放时期
,

又不时地有一批移民进入香港
,

其中成批的福建人开始进入这块殖民地
。

这一移居模式所产生的香港
,

以广东人为压倒的多数
,

再有相当数量的客家人
、

潮州人

和较少数量的上海人
、

福建人
,

由于数量虽少但很显著的欧洲人和南亚人
。

有 90 %的人居住

在香港岛
、

九龙
、

新九龙和新界的
“
新城市

”
等这些主要的都市调查区域内

。

在香港内部的移居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

从 1 9 7 6年到 1 9 8 1年 5 年 内几乎有 1 / 5的人 口搬出

了都市地区
。

其中 1/ 4从九龙
、

新九龙和香港岛的旧都市地区搬出
,

到了新界的
“
新城市

” 。

这些新的城市以具有乡村特色的新界为式样
,

既新颖又独立 自足
。

设有住房
、

购物中心
、

学

校
、

工业和社区设施
。

旧市镇也被扩展
,

而且现代化了
。

这些
“
新的城市

”
几 乎 拥有 1 / 5的

香港人 口① 。

在其他较旧的都市区域
,

内部移居也很显著
,

1 1
.

5%是在 他们 的居 住区内移

居
,

2 4
.

6%搬到了其他的居住地区
。

都市内部移居的关键因素是政府的住房计划
,

尤其是那些 50 年代时建造的供定居用的廉

租屋郁
,

当时为了应付大批战后流入的人口以及为了应付60 年代后期的入港大潮流
。

新兴的

城市引起了人 口的重新排列和过去曾是乡村特色的新界的都市化
。

按传统惯例
,

旧都市区内发

展工业会造成人 口的内部移居
,

交通发达时更为如此
。

70 年代早期开放了海底隧道
,

市内交

通更方便
,

给人们提供了更多工作和住房的机会
。

具有住房潜在力是产生内部移居模式和种族定居的又一因素
。

突然具备公房这一现象不

仅满足 了那些急需找房的人
,

而且还吸引着要来私人建房的一些人
。

族群居住的地点和族群

聚居使产生族群聚居成为了可能
,

这常被解释将族群移民高潮与在某一特定地区住房条件的

突然供应的一种幸运的结合
。

着重研究一下某一特定地 区将会很清楚地明白这一情况
。

我们

来看一下香港岛的北角区
。

① 香港调查统计局
: 《 一九八一年香港调查报告》 第一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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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角区
:

一个主要族群区域

福建人占了 6 0 0万香港人 口的大约 3%
。

从 2 0世纪 5 0年代起
,

中国的福建人成批地来到这

块殖民地
,

起初都定居在香港西北沿岸一带的古老的商业区里
。

由于东南亚的海外华人与中

国大陆之间的关系受到了冷战的破坏
,

大多数男性华侨对回到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惴惴

不安
,

所 以香港的住房只是首批移民的约会地点
。

上环是最初定居的场所
。

因为战前在香港的大多数福建人都是海员
,

而上环是个要塞港

口
。

然后 1 9 5 0年 以后大批的福建人流入香港
,

使这个地区的住房变得很紧张
,

于是福建人开

始在香港的其它地点寻找落脚的地方
。

50 年代中期
,

政府的和私营的工业开始发展起来
,

原

来鲜为人定居的香港岛北岸的东部地区和北角地区
,

开始迅速 盖 起了多 层的楼 房 住 宅 街

区
。

这些住宅区起初只是福建人中产阶级的选择对象
,

很快北角区变成了新老移民们所追求

的定居地点了
。

到了60 年代中期
,

北角区蚕食了上环
,

一举成为福建人在香港的生活交点
。

新入港者不断涌现和都市内部移居现象这两者的结合
,

把北角区改造成了所谓
“
小福建

”
这

样一个主要族群区域
。

尽管北角区原先并不是福建人在香港的落脚地方
,

但是由于从中国大

陆来的福建人直接在那 J L定居和那些短期福建港客的定居
,

使北角区一跃而成在港福建人的

第二个主要族群区域
。

红砌和鱼则鱼涌
:

次要族群聚居区

6 0年代中期和后期的中国文化革命使移民处于低潮
。

70 年代出现了福建人移居香港的新

势头
。

但这次不是所有来港的人全到北角区定居
,

因为在其它地方已经出现了福建人来港后

定居的新区域
。

60 年代
,

附近的铡鱼涌先建了许多村镇工业和轻工业工厂
。

由于乘短途电车

就能赶到
,

于是许多福建人首先到铡鱼涌去找工作做
,

接着就在那里定居了
。

还有一个福建

人定居的新区—
红磁出现了

,

因为这个区交通便利
,

靠近新九龙— 荃湾和官塘的新工业

区
。

从北角区出发只需 20 分钟的摆渡就能越过维多利亚海港
。

从那里返回来探望朋友和家人

很容易
。

上班时
,

九龙这边的公共汽车能很快将你从红确的家中送往工业区去
。

70 年代初期以来
,

其它两种运输交通方式使红砌和九龙对那些与北角区和香港岛有亲朋

好友和经济往来的人
,

吸引力就更大了
。

这就是海底隧道和地铁
。

海底隧道是在 19 7 3年通行

的
。

1 。年以后又开始建地铁
。

这些意昧着交通运输已不成其为障碍了
。

此外
,

福建人对香港

的生活也更适应了
。

人们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要搬迁到这些新的地方去居住
。

红砌对许多居住在北角区的福建人也很有吸引力
,

因为那里的房租很低廉
。

人 口要更涵

化的话
,

房租低廉这一点是很关键和引人注意的因素
。

从北角区向和红确铡鱼涌这一都市内

部移居的现象至今一直有增无减
。

由于长期在香港居住的人口占有很大的比例
,

所以这两个

地区的族群性很不显著
。

如果将红砌和铡鱼涌定为次要族群聚居区
,

那么我们必须首先认同这两个地区既是族群

聚居区又是次要性族群聚居区
。

这里的居民多为居住在港已久的福建人
,

他们已经作了两种同

化
,

其一是对香港都市生活的同化
,

其次是对广东文化的同化
。

所以
,

新福建移居者与久居

香港的福建人存在很大的差距
,

使他们的原先族群聚居区和次要族群聚居区有极多的分别
。

在香港
,

涵化的关键是看他在港居住时间的长短
。

50 年代后期和现在的新入港的人并不

需要有适应香港生活的过程
。

不管通过什么渠道
,

他们总是先和同乡住在一起
。

有人教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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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如何去市场
、

商店
、

购物
,

如何打电话
,

穿越马路等
。

经过几天的熟悉过程以后
,

他们很

快就跟广东人或香港人一起学着生活下去 了
。

在前几个月的适应过程中
,

遇到事情
,

他们的主

人就告诉他们这些是当地的什么风俗
,

主人还安排他们的衣食住和吸烟等
。

对这些移民来说
,

并不一切都一帆风顺
,

许多人常常感到他们的香港亲戚或朋友只是在

尽他们最低限的努力
。

而那些长期居住在香港的人却感到新来的人并不理解尽管在香港能攒

钱
,

但生活还是艰难的
。

另外
,

这些初来乍到的同乡常常土里土气的
,

与香港的都市文化还

不协调
。

这些来 自农村的移民常常把香烟头扔在地上踩灭
,

随意吐痰
,

得罪有自尊心的女主

人
。

然而对大多数新移居者来说
,

并不是与其他福建同乡相处会出现问题
,

倒是香港本身使

他们不习惯
。

听惯了香港人人都很富裕的传闻以后
,

他们与世界其它地方的移民一样并不相信或不理

睬那些对香港的富裕表示怀疑的说法
。

他们所期望的是能找到新的富裕的生 活
。

当许 多 人

见到福建人在香港的拥挤不堪的居住条件时
,

他们尝到了文化冲击
,

他们很快认识到
,

尽管

香港的东西比大陆多
,

而且都能买到
,

但只是有钱的人才买得起
。

所有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都

对香港的生活感到失望
。

特别使他们感到震惊的是
,

香港人每天都面临着很大程度的忧虑和

不安全感
。

于是他们陷入 了迷惘
,

一些人就返回了大陆
。

香港的老住户也诉说最近来港的人与那些早来的人 (即他们自己 ) 有些不同了
。

他们不

能象真正的福建人那样吃苦
、

实干
。

他们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生活惯坏了
,

在中国大陆

人们无需耽心丢掉饭碗
,

耽心犯罪和通货膨胀
。

这些年青一代福建人对生活看得非常平静
。

最明显的是他们在大街上走路时慢慢吞吞的样子
,

而大多数香港人走路来去匆匆
。

这些福建

人的处世态度也使老港客很不理解
,

如果他们错过了一辆公共汽车
,

他们觉得没什么了不起

的
,

过几分钟不又会来一辆吗
。

小福建的长住者是不能老悠然 自得的
。

他们受香港生活所裹挟
,

为谋生
、

为未来而拼搏
。

在一些人中间
,

他们与所谓真正的福建人之间出现了差别
,

因为他们把福建看成一个落后和

封建的地方
。

使他们引为 自豪的是
,

他们自己变得更现代派和西方化了
。

然而这一
“
香港化

”

的感情却是一种非常模糊的感情
。

因为这些长期在港 定 居 的人 感到 20 多年来
,

他们也变坏

了
,

常常变得象香港人那样既自私又贪求物质生活
。

中产阶级背景的福建人及其生活方式受

香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涵化比那些工农背景的福建人涵化起来
,

矛盾和冲突要小得多
。

这

些中产阶级的福建人谈他们自己已经
“
香港化

” 和变得象
“
广东人

” 了
,

是由于他们长期的

在港生活
,

由于他们说广东话几乎不带口音的缘故
,

还由于他们遵照了在香港的许多习俗的

缘故
,

如广东人的互访和饮食模式等
。

涵化很自然使这些长期在港居民和铡鱼涌以及红砌居住区的人看上去不太象福建人了
。

特别是当我们记住香港人用来衡量 中国种族性所使用的种族涵化指数这一点的话
,

在区别其

不同时
,

决定是什么促进某特定地点的
“
种族低抛面图

”
取决于确定寻找的是哪一个居住区

域
。

当问到群体之间的差别时
,

在香港的中国人常常这样说
,

现在这种区别几 乎 很 少 了
,

“
在香港的中国年青人都差不多

” 。

为了证实这一论点
,

以这些 常 在 港 的所有中国人都说

广东话
、

都吃广东饭菜以及几乎都穿西装为例
。

这三方面是看一个群体在人 口上适应香港的

标准
。

在语言上
、

吃的方面和穿着方面与香港习俗的接近程度
,

取决于
“
与在香港的其他中

国人的接近相似
” 的程度

。

在种族涵化问题上应把语言放在首位
,

尤其是我们对待那些大批的人说同一种方言的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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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这个问题
,

就更是如此了
。

尽管许多人断定镜
,
现在香港人人都说广东话

。

实际上语言涵

化问题并不是那么纯的
,

在北角区足足有42 %的福建人说闽南话
。

除了广东人群体以外
,

没

有其他种族有这么高的比例的人是继续说他们的方言的
。

如果回顾一下福建人移居相对 晚近

的情况
,

以及 55 %的在港福建人并不出身在这块说广东话的香港土地上这一事实
,

那么近一

半的福建人讲闽南话看起来就很合理 了
。

进一步将说福建话人的年龄与福建人社会的整个年

龄加以比较的话
,

表明说福建话的人要比香港福建人居住区一般的人年龄要大
,

这种状况便

更不足为奇
。

饮食— 这一种族涵化指数的第二因素也显示出很深的代沟
。

年纪大一点的福建妇女不

外乎以菠菜
、

花生
、

米粥和典型的福建式最差食物
,

白薯和咸菜瓜为食品
。

即使这些年长妇

女有条件吃得更好一点
,

但她们宁愿在香港吃这些福建地方味食品
。

他 们 坚信福 建饭菜最

佳
,

而把广东食品排在第三位
。

然而广东人和其他地方的人却是众 口推崇粤菜
。

年青一代的

福建人也不否认这一点
。

事实上他们越年轻
,

就越称赞广东饭菜
。

对这些人来说
,

福建饭菜

并不是他们的最优选择
,

当然会是第二或第三位的选择
。

衣着则是衡量涵化的最后一个公认的标准
,

也许它能为我们提供最为鲜明的区别
。

女子

的服装体现福建的地方特征
,

又能从个别人的身上体现出文化潮流
。

年长的福建妇女穿中国

传统式的服装
,

包括头发上装饰的珊瑚红点
。

这是福建籍的特色
。

中年妇女常常用来自菲律

宾的布做成连衣裙
,

既象征她们有海外关系又与同龄人的特色保持一致
。

那些年轻的福建人在

服装式样上几乎与典型的香港居民没有什么区别
。

只有他们才从衣着上显示出香港的文化倾

向
,

例如他们学会了香港人在家里和夜间穿睡衣的习惯
。

而穿睡衣在福建老家是从来没有的
,

目前在香港的年长一些的福建人也是不穿的
。

然而
,

这些只是证明福建人在香港取得 了最基本的适应
,

这些适应是为了生存和为了在

异地他乡长期地滞留下来
。

在港的中国人聪明地接受了衣
、

食
、

语言这三方面的特征
,

作为

移居后涵化程度的指南
,

并将其看作几代人涵化过程中在所难免的东西
。

也许这确实如此
。

然而从人类学的观点来观察问题
,

我们认识到 目前所进行的这一涵化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现象
,

远非只是在语言
、

饮食和衣着上的变换
。

正是在这些次要性族群聚居区
,

常常在同化

和涵化问题上会做出关键性的战略决定
。

然而
,

对这些次要性族群聚居区的种族涵化问题的分析往往会被社会所忽视 (也会被研

究人员所忽视 )
。

这提醒我们为了确定某个居住区域的持续族群性
,

不能只看其外部标志
,

还要看到其它方面
。

假定有这么一个次要族群聚居区
,

其中存在着人所共知的
“
潜在的

”
族

群性的话
,

那么我们就会象对一个主要族群聚居区一样地感到肯定
,

也就是街区
、

市场和街

道都是大量地以族群式的关系聚居起来的
。

将来他们仍是以族群为基础聚居呢
,

还是其聚居

程度会下降呢? 在北角区
,

居民的族群聚居性看来下降了
,

原因是福建人从那里搬到了红偷

和绸鱼涌
。

某些福建家庭中全家合住现象的减少会使福建人与其他地方的人互相影响
,

于是

这一可能性使我们考虑到家庭和朋友的首要关系不一定非以族群性聚居来决定
。

如果这里族

群聚合程度比主要性族群聚居区域低的话
,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次要性族群聚居区看作为只

是一次在同化过程中的一个曲折 ?我怀疑我们只能这样去看待这个问题
,

只有以
“
族群散居

”

模式为依据来进行对次要性族群聚居区的长期研究以后
,

才能证实或否定我们的怀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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